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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２５＆ＺＤ１７７）
作者简介：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中国新闻史

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委会创会理事长。

①　喻国明：《范式跃迁：ＡＩ时代获取未来入场券的密钥》，《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６年第１期。

硅基与碳基的共舞：知识生产革命中的学术创新逻辑

———以传播学发展为分析对象

喻国明

（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正在重塑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一场从“工具革命”到“认知革命”

的历史性转型已然展开。本文以传播学科的创新发展为经验场域，在喻国明教授“认知合伙

人”研究纲领的基础上，提出“学术创新的终极目标在于推动知识边界的突破，而非维护人类认

知的垄断性尊严”这一核心命题，并构建“双主体协同—目标位移—责任锚定”的三维分析框

架。研究认为：其一，硅基智能与碳基生命构成能力图谱的深层互补，ＡＩ在认知层面可以扮演

主体角色而不必在意识层面取代人类，“认知不等于意识，智能不等于主体性”是双主体协同的

本体论前提；其二，学术创新的价值坐标应从“人类中心主义”位移至“知识本位主义”，以知识

边界的突破为第一性目标，人类学者从“经验执行者”升维为“逻辑架构师”与“意义裁决者”；

其三，能力的让渡绝不意味着责任的让渡，价值判断不可算法化、知识合法性依赖社会建构、法

律问责需要可追溯主体，构成责任不可让渡的三重硬约束。本文进一步论证：传播学科因研究

对象与技术的高度嵌合，既是知识生产革命的风暴中心，也是人机协同制度探索的先行实验

场。研究旨在为智能时代负责任的人机共治提供传播学视角的理论坐标。

关键词：人机协同；知识生产；双主体；学术创新；认知合伙人；责任伦理；传播学科

引言：当“省思时刻”到来

学术研究的工具谱系从未停止更新，但工具从未像今天这样逼近“主体”的边界。从望远镜延

伸人类的视力，到计算机延伸人类的算力，工具始终作为“客体”服务于“主体”的认知需求。然而，

当大语言模型（ＬＬＭ）能够撰写理论综述、生成研究假设、甚至提出看似原创的学术命题时，一个根本
性的追问浮出水面：当工具开始“思考”，谁才是知识生产的主体？必须指出，ＡＩ的本质不是工具升
级，而是人类社会“操作系统”的底层重构———“不是换个新软件，而是重构人机交互方式、资源分配

规则与社会运行架构”。笔者曾将ＡＩ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能看会认”的认知智能，到“能说
会画”的生成式智能，再到“能做会动”的物理智能。①当前我们正处于生成式智能向物理智能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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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ＡＩ第一次在“认知操作”的层面与人类平起平坐———它能够完成以往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综
述、推理、写作与创造。当“操作系统”被重装，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便不再可能原样运转。换言之，

当ＡＩ开始思考，“谁来思考”便成为时代之问———而答案不在人机之间，而在人机之中。
传播学科———这门以人类信息交往与意义建构为核心关切的知识领域———恰恰置身于这场革

命的风暴中心。它不仅是被ＡＩ深刻改变的研究对象，更是观察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绝佳样本。从
计算传播学到智能广告投放，从算法推荐机制到ＡＩ生成内容（ＡＩＧＣ）的传播效应，传播学的每一个
分支都在经历着研究范式的地壳运动。更重要的是，传播学具有“研究对象”与“经验场域”的双重

身份：它既研究ＡＩ作为传播主体的全新现象，又以自身学科的知识生产实践为样本，检验人机协同
的普遍逻辑。换言之，智能时代的传播学科需要在“人—机”协同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

系②———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整个知识生产体系。

面对这一变局，学术界存在两种值得警惕的极端倾向。一种是保守的人类中心主义，试图通过

制度壁垒将ＡＩ拒之门外，以维护人类认知的垄断性尊严；另一种是激进的技术决定论，认为ＡＩ将全
面接管知识生产，人类将退化为数据的附庸。本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均未能准确把握硅基智能与碳

基生命关系的本质：前者低估了ＡＩ作为认知伙伴的变革潜力，后者高估了算法对意义世界的统摄能
力。应该指出，将传播者与传播技术彼此对立的“二分法”思维是根本错误的，“以人为本”标尺下的

“人—机”协同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不二之选。这一论点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立场：人机关系不是“取

代”与“被取代”的零和博弈，而是“协同”与“共生”的正和演进。

本文的核心主张明确而坚定：学术创新的终极使命是推动知识边界的突破，而非守护人类认知

的垄断性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而是指向一种更为深刻的分工———在能力

的赛道上让ＡＩ尽其所能，在意义的判准上让人守其必守。这一主张的提出，既是知识生产革命的逻
辑必然，也是笔者在过去的论文中所体积的“认知合伙人”命题在学术创新领域的延伸：当ＡＩ进化为
能够进行复杂推理、创意生成甚至情感模拟的“认知合伙人”，人类学者的核心能力便从提供“标准

答案”转变为定义“关键问题”、设定ＡＩ探索的“价值边界”③。
据此，本文构建“双主体协同—目标位移—责任锚定”的三维分析框架：第一，勘定硅基与碳基

的能力图谱，论证“双主体协同”何以可能；第二，重估学术创新的价值坐标，论证“目标位移”为何必

要；第三，锚定责任的价值维度，论证“责任不可让渡”如何可能；第四，以传播学科及其交叉领域的

典型案例对三维框架进行经验检验；第五，将理论视野从个体知识生产提升至传播学科发展的宏观

镜鉴。全文以传播学为分析对象，旨在为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革命提供一幅既开放又审慎的理论

图景。

一、能力图谱的深层互补：何以走向“双主体”协同

在探讨人机关系时，首先必须直面认知能力的比较。ＡＩ的崛起并非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引入
一种异质性的认知逻辑。这种逻辑与人类认知既存在冲突，更存在深层的互补性。我们需要在认识

论层面厘清二者的特质，从而为“双主体”协同奠定本体论基础。

（一）硅基智能的认知优势与结构性盲区

笔者的核心论点：ＡＩ的“理解”是统计学的拟合，而非生命体验的领悟；它的“创新”是组合空间

②
③

喻国明：《“以人为本”标尺下的“人—机”协同》，《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喻国明：《在认知、连接与意义的交汇处重塑世界———数字化转型时代基于传媒业洞察的四大范式变革》，《青年

记者》２０２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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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索，而非存在困境的突围。理解这一论断，是评估硅基智能学术潜能的前提。

从优势维度来看，硅基智能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认知特质。其一是海量记忆的并行调

用能力。ＡＩ能够以毫秒级的速度扫描数以亿计的文献与数据，这种“全知”视角是人类学者受限于
生理寿命与阅读速度所无法企及的。其二是高维数据的模式识别能力。在复杂变量的纠缠中，ＡＩ
能够识别出人类直觉难以捕捉的隐性结构———这正是“ＡＩ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浪潮的认知基础：从ＡｌｐｈａＦｏｌｄ
对蛋白质折叠的破解，到生成式模型对材料结构的预测，硅基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拓展人类

认知的疆域。其三是跨域迁移的联结能力。大语言模型在海量语料上习得的“世界知识”，使其能

够在学科边界之间自由穿梭，为交叉学科的创新提供“知识桥接”。从本质上讲，ＡＩ对世界的理解是
对世界逻辑的各种层次的价值连接、价值匹配———这种连接能力，恰是学术创新最稀缺的资源。

以传播学科为例，在数十年的学科发展中，积累了海量的碎片化成果。人类学者往往受限于阅

读量与记忆偏好，难以把握学科全景。而ＡＩ可以通过对数万篇传播学论文的语义网络分析，自动识
别理论演进的隐性脉络。例如，它可能发现“议程设置”与“框架理论”之间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接缝，

或者从长达三十年的受众研究数据中提炼出“媒介使用—社会信任”的非线性关联假设。这些发现

未必直接构成理论创新，却为人类学者提供了高密度的“创新原料”。

然而，硅基智能的优势也恰恰注定了它的结构性盲区。首先是缺乏“肉身在场”所带来的具身

认知。正如第二代认知科学所揭示的，身体不仅是心智的物理载体，更是认知的锚点。这一观点深

植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传统，他强调身体—主体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底，所有的抽象意义
与高级认知均源于身体与世界互动的具身体验④。当代具身认知研究进一步证实，人类的概念系统

并非脱离肉体的符号运算，而是深深锚定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及其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之中⑤。传

播学研究的核心———身体共在、情绪传染与场景意义，都依赖于具体的、肉身化的知觉经验。ＡＩ可
以分析“在场”的数据，却无法理解“在场”本身。笔者将其概括为人类“三张底牌”中的第一张：具身

体验的不可替代性———“ＡＩ能模拟‘看到’‘听到’，但无法复刻人类的‘触觉’‘嗅觉’，更无法替代
‘身处现场’的情感共鸣”⑥。这并非技术的阶段性缺陷，而是认知的构成性差异。

其次，价值中立表象下隐藏着算法偏见。ＡＩ的“客观”计算建立在对既有训练数据的拟合之上，
而既有的数据本身就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产物。例如，在基于社交媒体数据训练的情感分析模型

中，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语言习惯往往被误读为负面情绪。如果不加批判地采纳ＡＩ的分析结论，
学术研究便可能在“客观”的外衣下再生产社会偏见———这正是后文案例三所揭示的“算法偏见”问

题的认识论根源。

最后，大语言模型存在的“幻觉”问题，在认识论层面揭示了其局限。逻辑自洽不等于事实真

实，统计合理不等于意义有效。ＡＩ可以在逻辑链条上完美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在学术创新中
是致命的。我们在论及“批判性算法审计”能力时应特别强调，ＡＩ的输出并非“绝对可靠”，可能存在
数据偏见与逻辑漏洞，研究者必须具备“审查能力”。一句话，硅基智能拥有无限的计算与检索能

力，却永远缺少一枚“肉身”的锚———而这枚锚，恰是人类认知的起点。

（二）碳基生命的认知瓶颈与不可替代性

相较于ＡＩ的“无限”，人类碳基生命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生理性瓶颈：工作记忆容量有限（米勒的
７±２理论）、认知负荷阈值、以及注意力的稀缺性。这些生物学上的限制，曾促使人类发明各种工具

④
⑤
⑥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１５，１６０－１６８页。
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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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延伸自我，但也规定了人类认知的边界。然而，正是这些局限，恰恰构成了人类认知不可替代性的

另一面———意义感的来源。

这种意义感体现为一种将碎片信息整合为价值整体的直觉性判断力。首先是提问的原创性。

提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单纯的信息处理。ＡＩ可以基于提示词生成一百
个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问题，但只有人类学者能够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判断哪一个问题是

“值得的”、哪一个是“切肤的”。比如，传播者的核心能力将从提供“标准答案”转变为定义“关键问

题”、设定ＡＩ探索的“价值边界”———提问的原创性，正是“定义关键问题”的能力内核。一个精准的
问题，抵得上一百个泛泛的答案；而“问什么”的权利，始终是人类学者的第一权利。

其次是直觉的跃迁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范式的转换往往源于某种不可

言说的科学直觉。这种直觉类似于波兰尼所说的“隐性知识”，它不是规则化的程序，而是一种基于

长期积累的顿悟⑦。在传播学研究中，当一位学者从复杂的受众行为数据中突然领悟到“媒介即按

摩”式的洞见时，这种跃迁无法被还原为算法步骤———它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外的“知其所

以不可言说”。

再次是意义的建构性。传播研究的核心关切———意义如何在符号交换中生成、维系与转化———

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追问。这需要研究者以“人的体验”为前提。例如，对深度伪造传播

效果的研究，ＡＩ可以精准测量受众认知变化的数据曲线，但只有人类学者能深切理解“当一个人无
法确认所见是否为真”时的存在性焦虑，并将其转化为有温度的理论范畴。所谓“意义生产的稀缺

性”———ＡＩ能处理信息，但不能生产意义———在此获得最充分的体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是
“炼金术士”，能从海量碎片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有温度的叙事，这是算法的“效率逻辑”永远无

法抵达的维度。显然，人类的能力边界，恰恰是人类意义的起点———正因为“有限”，所以懂得“取

舍”；正因为“会累”，所以珍惜“值得”。

（三）“双主体”何以可能：从替代逻辑到协同逻辑

在明确了二者的特质后，笔者提出“双主体”协同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的本体论前提是：认知

不等于意识，智能不等于主体性。ＡＩ可以在认知层面扮演主体角色，而不必在意识层面取代人类。
我们需要超越“主—客”二元的工具论思维，转向“主—主”协同的关系论思维———这正是我们所提

出的“认知合伙人”命题的理论内核：ＡＩ不是冷冰冰的工具，而是参与认知过程的主体性伙伴⑧。

分布式认知理论为这一框架提供了认知科学的支撑。正如哈钦斯（ＥｄｗｉｎＨｕｔｃｈｉｎｓ）在其开创性
著作《荒野中的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中所揭示的，人类的认知过程并非局限于颅骨之内的孤
立计算，而是可以跨越个体大脑、物质工具与社会环境而分布存在⑨。航海的领航活动并非仅存在于

舵手脑中，而是分布于海图、仪器、航线与全体船员的协作之中。在这一理论视野下，ＡＩ不再仅仅是
工具，而是这一分布式系统中的新型认知节点———它与人类共同构成一个“认知共同体”。而行动

者网络理论（ＡＮＴ）则进一步消解了人与物的界限：拉图尔（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认为，在科学知识的生产网

⑦

⑧
⑨

库恩关于范式转换非逻辑性的论述，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２章“革命的解决”；英文版见ＫＵＨＮＴ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３ｒｄｅ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１４４－１５９．关于“不可言说”的知识维度，参见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其凝练表述见ＰＯＬＡＮＹＩＭ．ＴｈｅＴａｃｉ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ｙ，Ｎ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１９６６：４．

同③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４－５，３１６，３５３－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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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人类与非人类同为“行动者”（ａｃｔａｎｔ），共同参与知识的建构瑏瑠。延展心智假说（Ｃｌａｒｋ＆Ｃｈａｌｍ
ｅｒｓ）则从哲学上论证：当外部装置稳定地参与认知过程时，它可以被视为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瑏瑡。三

条理论脉络共同指向同一结论：认知的主体性可以在人机之间分布、延展与共享，“双主体”并非修

辞，而是认知结构的实然。

“协同”在此具有三重深层含义。其一为分工性协同，各展所长———ＡＩ负责数据处理、文献扫描
与模式发现，人类负责意义诠释、价值评估与理论建构。其二为对话性协同，互为批判———ＡＩ的高
维视角可以挑战人类的思维定势，提供反直觉的“反向思考”；而人类则对 ＡＩ的输出保持批判性审
视，识别其逻辑漏洞与价值偏见。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从“辅助”走向“共生”：传播者与 ＡＩ
的关系不再是“使用与被使用”，而是“协同与共生”。其三为生成性协同，共创新知———协同的产物

不是二者贡献的简单相加，而是第三种知识的涌现：ＡＩ发现数据中的隐性结构，人类赋予其理论意
义，二者结合产生任何一方单独无法产出的学术洞见。

必须强调，这种双主体协同不是人类与机器的简单“分工合作”，而是两种认知逻辑的“化学反

应”。在这场反应中，产物大于反应物之和。人类不再是孤独的知识探索者，而是与硅基智能共舞的

编舞者。以乐队指挥为喻：过去的社会分工如同乐队里每个人拉好自己的小提琴，而今天这些具体

的“演奏”技艺可能都由ＡＩ来完成，人的角色转变为乐队的“指挥”———指挥家不直接演奏乐器，但
他决定整个乐章的走向。在这一图景中，ＡＩ是技艺精湛的演奏家，人类是把握方向的指挥家；二者
各就其位，方能奏响知识生产的交响。

二、目标的位移：学术创新中心的价值重估

人机关系的重构，必然带来对学术创新目的的重新审视。当我们承认ＡＩ可以成为认知主体，就
必须追问：学术创新究竟为了什么？如果知识生产的参与者从“人”扩展为“人机共同体”，那么知识

生产的价值坐标是否应当随之位移？本章主张，我们需要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一次从“人类中心主

义”向“知识本位主义”的价值位移。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范式及其限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隐含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将“维护人类尊严”作为学术创新的底层

动机。这种观念认为，知识生产是人类理性的特权，是人类尊严的体现。科学革命以来，“人类作为

唯一理性主体”的预设深刻塑造了知识生产的制度与规范：学术署名以自然人为主体，学术荣誉授予

个人，学术史书写英雄式的发现者———从哥白尼到牛顿，从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发现被编织进

“人类理性凯歌”的叙事之中。

这一预设并非全无道理。人类尊严确实应当得到尊重，人类理性确实值得礼赞。但问题在于：

当“维护人类尊严”成为学术创新的第一性目标时，它便从一种人文关怀异化为一种认知垄断———

凡是非人类生产的知识，都被预先排除在知识共同体之外；凡是挑战人类认知特权的发现，都被视为

对尊严的冒犯。这种“身份歧视”在ＡＩ时代变得不可持续。
我们需要进行批判性追问：如果ＡＩ能够推导出人类从未设想、但经检验为真的理论，我们是否

应因其“非人类出身”而拒绝承认其知识价值？在传播学语境下，如果ＡＩ从海量社交媒体数据中归
纳出的受众分层模型，比传统问卷调研更精准地预测了舆论走向，拒绝它，究竟是在捍卫尊严，还是

瑏瑠

瑏瑡

ＬＡＴＯＵＲＢ．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ｈｏｗ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１０３－１０８．

Ａｎｄｙ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Ｍｉ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８，５８（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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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绝真理？我们对此的立场是明确的：ＡＩ时代人类的角色正在从“执行处理器”升级为“战略架构
师”，人类的价值不在于“亲自完成所有认知工作”，而在于“定义问题、设计系统、创造意义”。换言

之，人类尊严的根基不在于“垄断认知”，而在于“驾驭认知”。把“维护人类尊严”理解为“维护人类

认知的垄断权”，恰恰是对人类尊严最大的误读———尊严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排他。

（二）“知识边界突破”作为第一性目标的认识论依据

本文主张，知识边界突破应作为学术创新的第一性目标。这一主张并非反人类的“技术崇拜”，

而是符合科学哲学中“真理符合论”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共同指向。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再阐释的空间。波普尔区分了世界１（物理世界）、世界
２（主观精神世界）与世界３（客观知识的世界），并强调世界３一经产生便具有自主性瑏瑢。理论的发现

过程与其价值判断应当分离：一个理论的真值不取决于它出自谁的大脑，而取决于它与客观世界的

符合程度。无论相对论是由爱因斯坦在大脑中构想，还是由ＡｌｐｈａＦｏｌｄ在算法中推演，其客观真理价
值是同一的。知识的“来源”不能替代知识的“效力”———正如望远镜不会因为“非人眼”而失去放大

世界的资格。

默顿科学规范中的“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亦要求，知识判断应独立于生产者的身份特征瑏瑣。

普遍主义是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核心要素之一：科学的评价标准是“预先确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

而不是研究者的种族、国籍、阶级或任何身份属性。将这一规范推至ＡＩ时代：ＡＩ作为生产者不应被
预先排除在知识共同体之外。判定的标准应当是：是否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是否提供了新的理

论解释力？是否开辟了新的研究议程？这“三个是否”构成知识本位主义的第一性判据。

在传播学研究中，ＡＩ发现的计算传播指标（如情感时间序列的拓扑特征）可能完全超越了人类
的直观理解，但它可能重构我们对“舆论演化”的理解瑏瑤。即便人类无法直观“感受”这一发现的过

程，但其知识价值不容否认。应该指出，我们正进入一个由逻辑驱动的范式窗口期———当ＡＩ能够在
“可能性空间”中探索人类思维难以企及的方案组合，人类学者的任务便从“发现真理”转向“鉴定真

理”与“赋予意义”。这是知识生产分工的深刻变革：ＡＩ负责“求真”的高通量探索，人类负责“求善”
与“求美”的价值裁决。

因此，知识的“来源”不能替代知识的“效力”———望远镜不会因为非人眼而失去放大世界的资

格，ＡＩ的发现也不会因为非人脑而失去拓展认知边疆的资格。

（三）学术创新模式的范式转换：从线性辅助到螺旋上升

基于上述价值重估，学术创新模式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的本质在于：ＡＩ从

“工具层”上升到“思维层”，人类从“执行层”回撤到“判准层”。

旧范式是线性的：人类提出问题 → 人类设计方法 → 机器执行计算 → 人类解释结果。在这一
模式中，机器是被动的执行者，其角色等同于算盘与计算器———工具性的、可替换的、无主体的。这

瑏瑢

瑏瑣
瑏瑤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寄中，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１４－１２８，１６３－１７５页。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６５－３７７页。
参见周葆华，钟媛：《“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以李文亮微博评论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国际新闻界》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７９－１０６页；张琛，马祥元，周扬，等：《基于用户情
感变化的新冠疫情舆情演变分析》，《地球信息科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３４１－３５０页；ＢＡＩＬＥＹＭＭ，ＨＥＩＬＩＧＭＡＮＭＩ．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ｈｉｆ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ｄｉ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ｒＸｉｖ：２５０６．１４８３６，２０２５－０６－
１４，ｈｔｔｐｓ：／／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ａｂｓ／２５０６．１４８３６．上述研究共同表明，ＡＩ驱动的量化方法已能揭示超越研究者直观把握的情感结构
与时序特征，为舆论演化研究提供新的知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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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与工业文明的“流水线”隐喻同构：机器在知识生产的末端提供“体力”，人类在两端提供“脑

力”。

新范式则是螺旋上升的：人类确定研究方向 → ＡＩ提出多元候选方案（包括理论假设、方法路
径、解释框架）→ 人类进行科学意义与伦理价值的双重判定 → 协同优化 → 螺旋迭代。在这一模
式中，ＡＩ是主动的方案提供者与认知挑战者，人类是方向的确立者与价值的裁决者。二者的关系从
“指挥－执行”演变为“共舞－互构”。

在这一新模式中，“科学意义判定”成为人类学者的核心职能。这包括理论贡献度评估、逻辑一

致性检验、与现实解释力的对照以及学科知识体系的适配性判断。人类不再是知识的“挖掘者”，而

是新知的“鉴赏家”与“裁决者”。笔者此前关于传播者角色转型的判断在此获得学术场域的印证：

传播者（研究者）的核心能力从提供“标准答案”转变为定义“关键问题”、设定 ＡＩ探索的“价值边
界”，完成从“经验执行者”到“逻辑架构师”的认知升维瑏瑥。笔者还进一步提出了ＡＩ时代人才的“四
维能力坐标”：穿透问题本质的第一性原理思维（Ｆ）、批判性算法审计能力（Ｃ）、数理逻辑与系统思维
的形式化基座（Ｍ）、人机转译的计算思维接口（Ｐ）———这四维能力正是“判准层”角色对研究者的新
要求。

这一转换的动力学在于“螺旋上升”：每一次协同循环都产生新的认知基础，使下一轮的问题设

定与方案探索在更高维度展开。例如，在未来的传播学理论创新中，可能是“ＡＩ提出十个可能的解
释模型 → 传播学者从中筛选最具理论潜力的两个 → 共同设计验证方案 → 根据结果迭代模型 →
ＡＩ再次提出反直觉的候选 → 人类重新裁决意义”。每一轮循环都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的认
知平面上重新开始。这就是“螺旋上升”区别于“线性循环”的根本所在：协同本身成为知识增长的

内生动力。换言之，人类不再是新知的“挖掘者”，而是新知的“鉴赏家”与“裁决者”———ＡＩ拓展认
知的宽度，人类守护意义的深度。

三、责任不可让渡：价值维度的“人类锚点”

当我们欢呼于认知能力的解放与知识边界的拓展时，必须时刻警惕责任的真空。在双主体协同

的架构中，确立价值维度的“人类锚点”至关重要。能力的让渡绝不意味着责任的让渡———这是双

主体协同区别于“ＡＩ取代人类”叙事的最后防线，也是“以人为本”原则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制度表达。
（一）“责任主体”的哲学根基：价值对齐的不可算法化

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责任以自由意志为前提，以价值判断为内容，以社会后果的可追溯性为制度

保障———这三者均无法被算法化。这一观点是责任不可让渡的哲学地基。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在当代具有极强的回响。在《责任原理》中，约纳斯指出，技术进步扩展了

人类行为的时空范围，责任也随之扩大———我们不仅要对当下负责，更要对遥远的未来与未知的后

代负责瑏瑦。然而，ＡＩ作为一个无意识、无自由意志的系统，无法成为道德责任的承担者。责任只能由
具有“道德感知力”的主体承担。ＡＩ可以成为责任的“工具”，却永远不能成为责任的“主体”：它可
以被设计得符合伦理，却无法在伦理困境中“选择”伦理。

“价值对齐”（ｖａｌｕ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是当前 ＡＩ伦理的热点，但其中存在根本难题：对齐谁的价值观？
如何在多元价值冲突中进行排序？这本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在传播学语境下，如

瑏瑥
瑏瑦

同③
汉斯·约纳斯：《责任原理：现代技术文明伦理学的尝试》，方秋明译，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５，２２－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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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ＡＩ主导传播政策的建议生成（如谣言判定标准、信息茧房干预策略），其背后嵌入的价值观排
序———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绝非技术参数可以决定，而是

需要在公共讨论中由人类共同体协商确定。因此，必须为ＡＩ装上“伦理阻尼器”，将价值导向嵌入算
法设计，建立动态伦理审查机制———这一主张的深层含义正是：价值对齐的最终裁决权，必须保留在

人类手中。显然，能力可以让渡，责任不可让渡———方向盘可以交给自动驾驶，但交通事故的责任书

永远写着人的名字。

（二）知识合法性的社会建构：学术共同体的“守门”功能

知识不仅是被“发现”的，更是被“承认”的。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揭示，知识的有效性是在社
会互动中“协商”出来的瑏瑧：一个命题要成为“知识”，必须经过学术共同体的检验、承认与制度化。同

行评议制度不仅是质量把关，更是学科范式内的意义校准机制———它确保新知识能够被纳入既有的

知识体系，并在对话中推动范式的演进。

当ＡＩ参与知识生产时，学术共同体面临着新的使命与挑战。首先，必须对ＡＩ生成的“伪知识”
进行识别与排除。ＡＩ极易生成看似逻辑严密实则毫无根据的“合成原创性”内容———它可能基于概
率拟合拼凑出看似完美的论证链条，却缺乏真实世界的经验支撑。这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对

学术共同体的辨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检验“论证是否自洽”，更要追问“证据是否真实、来源

是否可靠”。我们所强调的“批判性算法审计”能力，正是学术共同体面对“合成原创性”时的第一道

防线。

其次，对ＡＩ提出的创新方案，需要学术共同体以既有的学科规范进行“范式适配性”判断。库恩
指出，科学革命是范式之间的转换，而常规科学是在范式内部的解谜瑏瑨。ＡＩ提出的候选方案可能跨
越多个范式，其理论贡献需要在既有学科框架中被定位、被检验、被承认。这一过程无法由ＡＩ独立
完成———它需要人类学者对学科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对知识边界的敏锐感知。最后，学术共同体还需

要建立新的规范来吸纳ＡＩ的贡献：如何在署名中体现ＡＩ的参与？如何在评审中评估人机协同的成
果？这些规范的建立，本身就是知识合法性的社会建构过程。

如果学术界长期不加批判地采纳ＡＩ生成的理论框架，可能导致学科认知基础的悄然退化———
一种“不知道为何相信，但相信了”的知性蒙昧。让ＡＩ写论文，就像让外骨骼跑马拉松———它确实更
快，但人类仍然需要证明那是“自己的成绩”，并且为每一步负责。学术共同体的“守门”功能，正是

为了防止这种“知性蒙昧”的发生：它确保每一项被承认的知识，都经过人类理性的检验。

（三）法律与制度安排中的责任闭环

无论ＡＩ在创新过程中贡献多大，法律责任的不可转移性是现代治理体系的底线共识。法律主
体资格建立在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性结构之上，任何缺乏自主意识与财产能力的存在者都无法

嵌入其中。ＡＩ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如知识产权法中的“工具”），却无法成为法律关系的
“主体”（如侵权责任法中的“行为人”）。

在学术场域，必须坚持可追溯性与可问责性原则。研究成果的责任人必须是可识别的自然人或

法人。这要求知识产权制度做出适应与坚守。在适应层面，可考虑建立 ＡＩ辅助成果的“贡献度披
露”制度，明确区分哪些内容由ＡＩ生成，哪些由人类完成———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中早已确立的“作者
贡献声明”（ａｕｔｈｏ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Ｉ时代的学术规范需要将“ＡＩ贡献”纳入披露框架。在

瑏瑧

瑏瑨

拉图尔 Ｂ，伍尔加 Ｓ：《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刁小英，张伯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０９页。

库恩 ＴＳ：《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章，第９－１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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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层面，署名权与责任主体必须是人类。２０２３年以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科学》相继明确：大
语言模型不能列为作者，ＡＩ的使用必须充分披露瑏瑩。这一全球性共识的本质，正是责任闭环的底线：

署名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对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而ＡＩ无法
被起诉、无法被问责、无法承担学术不端的后果。

传播学科在这一制度建设中可以先行先试。例如，在学术发表中建立标准的“ＡＩ贡献声明”规
范；在项目评审中明确区分“ＡＩ方案贡献”与“人类科学判断”的比重；在学术不端调查中，始终以人
类作者为责任追究终点。所以，应以“以人为本”标尺来校准人机关系———在制度层面，这意味着一

切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都是增强而非削弱人类的能动性与可问责性。技术可以改变知识生产的方

式，却不能改变知识生产的责任结构：总谱永远写在人这一边。一句话，算法的尽头是合规，学术的

尽头是诚实———责任闭环的最后一环，永远是人的签名。

四、传播学科的镜鉴：一个经验场域的三重启示

传播学作为研究信息流动与意义交换的学科，在这场变革中不仅提供了理论视角，更成为了人

机协同创新的实验场。

（一）研究对象的扩容：当“传播”的主体不只是人

ＡＩ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型主体，正在改写传播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从推荐算法到对话机器人，传
播不再是“人与人的意义共享”，而扩展为“人—机—环境”的复杂互动系统。这意味着传播学的研

究对象发生了本体论层面的扩容：算法不仅是传播的“渠道”，更是传播的“主体”；智能体不仅是内

容的“载体”，更是意义的“生产者”。

这一变化要求传播学科在理论上实现突围。传统的“人类中心传播观”已无法解释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等大语言模型与用户的深度情感交互，也无法完全解释算法推荐对公共领域的重构。事实
上，媒介的本质正从“符号通道”升级为“认知接口”，成为构成人类认知系统的必要组件；物理空间

被转化为可交互的媒介界面，“环境媒介化”使空间成为“动态生成的意义生产场域”瑐瑠。在这一理论

视野下，传播学需要走向“广义传播生态观”，将算法、智能体纳入传播主体的范畴。在方法论上，这

意味着从传统的“文本分析—受众调查”扩展为“算法审计—人机交互分析—智能体行为研究”的多

元方法体系；在理论上，这意味着从“人类中心传播观”走向“人机共生传播观”———这正是“以人为

本”标尺下的人机协同观在传播学对象层面的投射。概言之，当算法成为“传播者”，传播学的研究

对象便从“人的意义共享”扩展为“人机环境的生态共舞”。

（二）学科身份的再确认：传播学的“人本内核”为何不可替代

在技术喧嚣中，传播学的核心关怀———意义、权力、文化与认同———恰恰成为其不可替代的学科

锚点。虽然ＡＩ可以模拟传播效果，生成内容，但它无法理解传播中的权力不对称。例如，算法歧视
看似是代码问题，实则是社会权力结构在技术逻辑中的投射。ＡＩ无法体认文化的深层结构，无法感
受认同的情感张力，无法理解“被看见”与“被忽视”之间的政治。

传播学科在智能时代的使命，正是守护这种“意义的理解”，而非将其置换为数据的计算。在双

主体协同的研究模式中，ＡＩ可以帮助分析数以亿计的舆情数据，但如何解读这些数据背后的社会心
态、文化变迁与权力博弈，依然需要传播学家的智慧。我们将“意义生产的稀缺性”列为人类在ＡＩ时

瑏瑩

瑐瑠

量子位：《新规：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写论文可以，列为作者不行》，百度百家号 ２０２３－０１－２８１８：０５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ｆｏｒ＝ｐｃ＆ｉｄ＝１７５６２４５０１８３１９０７１７１９＆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

喻国明：《空间智能：传播学学科创新的四大维度》，《新闻与传播评论》２０２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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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关键底牌———因为ＡＩ能处理信息，但不能生产意义；因此，传播学者的未来角色是“意义架构
师”与“连接编织者”———我们不仅在塑造传播空间，更在定义人类的感知模式与文明的价值叙事。

这种“人本内核”不仅是传播学科的立身之本，更是其在人机协同时代不可被算法替代的“底牌”。

应该指出传播学未来深耕的两大方向：认知神经传播学与计算传播学———前者用脑科学、心理

学手段研究“用户如何接收、理解信息”，后者用大数据、算法模型研究“信息传播的规律”。这两大

方向恰好构成“双主体协同”在传播学内部的学科化表达：计算传播学释放ＡＩ的认知优势，认知神经
传播学守护人类的具身经验。传播学科的“人本内核”，正是在这种“技术之眼”与“人文之心”的协

同中得以巩固与升华。显然，传播学的“人本内核”，不是对技术的抗拒，而是对意义的守护———在

数据洪流中，它仍是那枚不沉的锚。

（三）新范式的雏形：传播学科如何先行探索“双主体”制度框架

传播学因其研究对象与技术的高度嵌合，最适合率先探索人机协同的制度框架。这既是学科发

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其作为“经验场域”为其他学科提供范本的责任。具体而言，至少需要三个维度

的制度探索：

人才培养维度：如何在研究生培养中建立“人机协同研究能力”的评估标准，不再仅仅考核传统

的文献综述能力，而是考核驾驭ＡＩ进行理论发现的能力，以及批判性审视ＡＩ结果的能力。事实上，
ＡＩ时代最稀缺的人才不再是熟练的“执行者”，而是具备产品思维、系统思维、数据思维与伦理思维
的“越域者”———传播学科的人才培养应当率先向“越域者”转型，锻造既懂人文又懂算法的复合型

学术人才。

学术发表维度：如何在学术发表中确立ＡＩ贡献的规范披露机制，确保学术诚信的透明度，建立
行业标准。从“作者贡献声明”到“ＡＩ使用披露”，从“ＡＩ生成内容的标识”到“人机协同成果的署名
规范”，传播学期刊可以率先试点，为全学科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样本。

科研立项维度：如何在科研立项中既鼓励ＡＩ辅助创新，又坚守责任主体的伦理底线。评审机制
需要回答：ＡＩ贡献如何计入创新评价？人机协同成果的原创性如何认定？责任主体如何确认？这
些问题的答案，将塑造未来学术生产的制度环境。必须强调“以人为本”标尺下的人机协同———在

制度层面，这意味着一切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都是增强而非削弱人类的能动性与可问责性。

传播学因其研究对象与技术的高度嵌合，注定成为人机协同制度探索的先行者———它的今天，

是其他学科的明天。因此，传播学的探索，将为其他学科提供宝贵的经验范本，成为人机协同知识生

产的先行者。从发展的角度看，传播学科正处在“范式窗口期”———谁能率先完成认知重构与制度

创新，谁就能赢得定义下一个时代的权利。

结语：分工、让度与坚守———迈向负责任的人机共治

回望全文的核心逻辑，我们正站在知识生产历史性转型的关口。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既不是

人类的末日，也不是学术的终结，而是一次伟大的解放与重构。基于前文的理论推演与分析，可以在

三个命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在能力维度上，ＡＩ是平行的行动者。否认 ＡＩ的认知主体性，既是认识论的保守，也是对
知识突破机遇的浪费。硅基智能在数据处理、模式发现与跨域迁移上的优势，使学术创新从“人类缓

慢推进”转向“双主体加速共进”。“认知合伙人”命题将获得学术场域发展创新的越来越充分的印

证：ＡＩ不再是工具，而是参与认知过程的主体性伙伴。
第二，在创新目标上，知识边界突破优先于人类尊严维护。将学术创新的目的锚定于“拓展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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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而非“守护人类垄断”，是以科学理性取代身份焦虑的正确姿态。传播学科的智能转型已经证

明：ＡＩ的深度参与并未消解传播研究的价值，反而迫使它更清醒地认识自身的“人本内核”———当计
算能完成数据的搬运，意义的生产便成为人类学者最珍贵的护城河。

第三，在责任归属上，人类必须是不可让渡的锚点。这并非出于对人类优越性的幻想，而是基于

价值判断不可算法化、知识合法性依赖社会建构、法律问责需要可追溯主体的三重硬约束。我们以

“河流与堤坝”为喻：技术是河流，人文是堤坝———河流没有堤坝会泛滥，堤坝没有河流会干涸。在

知识生产领域，ＡＩ是奔涌的河流，人类的价值判断与责任担当是坚固的堤坝；二者的共生，才是知识
生产健康发展的生态。

最终，学术创新的人机共治图景是：让ＡＩ释放算力之“能”，让人守住意义之“核”。唯有二者各
就其位、各尽其能、各守其界，知识生产才能在智能时代实现真正的跃升———既拓展认知的边疆，又

永葆人文的温度。碳基与硅基的共舞，不是谁领舞谁伴舞的主从叙事，而是两种智慧在认知舞台上

各展其长、共创新章的复调交响。在这场交响中，ＡＩ奏出的是数据的赋格，人类唱响的是意义的咏
叹———而整部乐章的总谱，始终写在人这一边。


